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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武帝反击匈奴、 拓地西北, 促使长城逐步向河西地区延伸。 经过研究得知: 敦煌郡长城

作为河西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修筑时间应在元封三年 (前 108) 至太初四年 (前 101) 间。 在长

城修筑完成之前, 敦煌郡主要依靠天田工事与酒泉候官、 鱼泽都尉等屯田机构防御匈奴。 至太初四年

敦煌郡长城修筑完成后, 西汉又开始修筑敦煌西至罗布泊的亭燧, 而同年设置的酒泉都尉应负责对这

段亭燧与敦煌郡长城西端进行管理。 酒泉都尉应以酒泉候官为基础进行设置, 而酒泉候官应是敦煌郡

西北部设置最早的候官, 其可考的存在时段为太初元年 (前 104) 至神爵元年 (前 61) 间, 后至迟到

五凤元年 (前 57) 为新置的大煎都候官取代。 因酒泉候官曾长期作为西汉边疆西北极, 故疑扬雄所

谓 “西北一候” 即指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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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郡是西汉经营西域的基地, 常有使者、 官员、 商旅和兵将经此往来①。 同时,
西汉送往西域的军备物资经敦煌郡转运, 西汉与西域间的贸易亦经敦煌郡进行。 因此敦

煌郡安危不仅关系东西交通道路是否通畅, 还关系到西汉对西域的控制能否得到保障。
西汉政府为应对匈奴与南山羌威胁以保障敦煌郡安全, 修筑了南北军事防御体系, 即北

部长城和南部南塞。 本文主要针对敦煌郡长城问题进行研究, 至于南塞问题我们将另外

著文详述, 此不赘言。

学界对河西长城的修筑已有不少论述②, 其中河西长城修筑过程主要以白音查干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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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论”① 和吴礽骧 “五段论”② 二说为代表, 二说皆指出河西长城是分段分期修筑的,
然在具体分段及每段修筑时间方面观点不同, 特别是对敦煌郡境内长城的论述过简, 因

此对这一问题还有继续深入探究的必要。 以下我们将围绕西汉河西长城的修筑历程、 西

汉敦煌郡长城修筑时间及酒泉都尉与酒泉候官设置等相关问题加以论述。

一、 西汉西北长城的向西推进与塞城的设置

西汉初年的西北边塞继承自秦, 但较之秦极盛时的西北边塞又有所不如。 秦国在春

秋时尚为西陲小国, 至穆公时始霸西戎。 《史记·秦本纪》 记载秦穆公 “三十七年, 秦

用由余谋伐戎王, 益国十二, 开地千里, 遂霸西戎”③。 《汉书·韩安国传》 记载王恢

云: “昔秦缪公都雍, 地方三百里, 知时宜之变, 攻取西戎, 辟地千里, 并国十四, 陇

西、 北地是也。”④ 由此, 秦国疆域向西实现较大扩展, 一跃成为西方大国。 孝公时,
“西斩戎之獂王”⑤。 《史记集解》 注云: “ 《地理志》 天水有獂道县。”⑥ 谭其骧 《中国

历史地图集》 第 1、 2 册将獂道标注于甘肃陇西县城东南⑦。 则孝公将秦国西疆扩展至

甘肃陇西县一带。 至惠文王、 武王、 昭襄王时期, 秦国连续与西北义渠作战。 《汉书·
匈奴传》 记载秦昭襄王时:

　 　 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 遂起兵伐灭义渠。 于是秦有陇西、 北地、 上

郡, 筑长城以距胡。⑧

秦灭义渠置陇西、 北地、 上郡, 又于三郡西北界筑长城以拒匈奴。 于是, 秦昭襄王长城

成为秦国西北边塞⑨。 秦始皇三十三年 (前 214), “西北斥逐匈奴。 自榆中并河以东,
属之阴山, 以为三十四县, 城河上为塞。 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 陶山、 北假中, 筑亭障

以逐戎人。 徙谪, 实之初县”�I0。 至此秦朝西北边疆扩展至黄河, 得以沿河筑塞, 移民

置县。 大致而言, 此时西北边塞西起陇西郡临洮, 沿洮河筑塞北抵黄河, 复沿黄河北行

至阴山南侧的九原郡。
秦末, “诸侯畔秦, 中国扰乱, 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 于是匈奴得宽, 复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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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与中国界于故塞”①。 楚汉相争之际, 匈奴冒顿单于 “西击走月氏, 南并楼烦、
白羊河南王。 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 与汉关故河南塞, 至朝那、 肤施”②。
“故塞” “故河南塞” 皆指秦昭襄王长城。 表明西汉初年西北边塞又被迫收缩至秦昭襄

王长城一线。
汉武帝元朔二年 (前 127), 西汉遣卫青进攻匈奴, “于是汉遂取河南地, 筑朔方,

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 因河为固”③。 西汉初收河南地, 而黄河边塞尚未完全恢复,
因此匈奴右部仍常越黄河而袭扰河南地。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记载元狩二年 (前

121) 秋: “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 使人先要边。 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 得浑

邪王使, 即驰传以闻。” 《史记索隐》 案: “谓先于边境要候汉人, 言其欲降。”④ 此处

“边” 即指西汉与匈奴右部边境, 也即李息筑城所在的黄河沿岸。 这表明至迟到元狩二

年西汉西部边塞已从秦昭襄王长城复推进至黄河一线⑤。 同时, 随着朔方郡的设置, 西

汉北部边塞也推进至黄河以北、 阴山南侧地区, 恢复到秦朝极盛时期的水平。
元狩二年, 浑邪王杀休屠王归降西汉, “而金城、 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

奴”⑥。 黄河金城段以西沿南山 (祁连山、 阿尔金山) 至盐泽 (罗布泊) 的广阔区域大

致就是后世所谓河西地区。 西汉骤得河西之初, 欲招乌孙东归故地, “结为昆弟, 共距

匈奴”⑦。 其后张骞出使无果, 西汉政府对河西的处置方略才转变为直接治理, 于是开

始大力推进置郡、 筑塞活动。 《史记·匈奴列传》 记载元狩四年 (前 119) 漠北大

捷后:
　 　 是后匈奴远遁, 而幕南无王庭。 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 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五六万人, 稍蚕食, 地接匈奴以北。⑧

《史记·平准书》 记载元鼎五年 (前 112):
初置张掖、 酒泉郡, 而上郡、 朔方、 西河、 河西开田官, 斥塞卒六十万人戍

田之。⑨

可见西汉政府于元狩四年迫使匈奴北遁后开始大规模开发河西地区。 西汉开发河西之初

主要采取了兴修水利、 设置田官、 派兵屯田等举措。 军队的进驻既能促进农业开发, 又

可防备匈奴侵袭。 同时, 屯田军队常驻河西自然需要修筑相应军事要塞。 这意味着西汉

西北边疆及长城亭障开始从黄河沿岸逐渐向西推进, 初期推进至令居一线, 其后随着酒

3西汉敦煌郡长城的修筑———兼论酒泉都尉、 酒泉候官的设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汉] 司马迁撰 《史记》 卷 110 《匈奴列传》, 第 3492 页。
[汉] 司马迁撰 《史记》 卷 110 《匈奴列传》, 第 3494-3495 页。
[汉] 司马迁撰 《史记》 卷 110 《匈奴列传》, 第 3512 页。
[汉] 司马迁撰 《史记》 卷 111 《卫将军骠骑列传》, 第 3550 页。
尽管西汉收复河南地是在元朔二年, 但将实际控制疆域由秦昭襄王长城推进至黄河一线还是经过数年的经

营。 甚至由 “将城河上” 观之, 即便到元狩二年西汉的黄河边塞依旧不甚稳固, 还处在建设阶段。
[汉] 司马迁撰 《史记》 卷 123 《大宛列传》, 第 3845 页。
[汉] 班固撰 《汉书》 卷 96 下 《西域传下》, 第 3902 页。
[汉] 司马迁撰 《史记》 卷 110 《匈奴列传》, 第 3517 页。
[汉] 司马迁撰 《史记》 卷 30 《平准书》, 第 1735 页。



泉郡设置, 河西长城继续向西修筑。
《汉书·西域传上》 记载:
　 　 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 降浑邪、 休屠王, 遂空其地, 始筑令居以西, 初

置酒泉郡, 后稍发徙民充实之, 分置武威、 张掖、 敦煌, 列四郡, 据两关焉。①

《汉书·张骞传》 记载:
而汉始筑令居以西, 初置酒泉郡, 以通西北国。②

颜师古注引臣瓒曰: “令居, 县名也, 属金城。 筑塞西至酒泉也。”③ 关于令居塞修建时

间。 《史记·平准书》 记载元鼎六年 (前 111): “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 又数万

人度河筑令居。”④ 《后汉书·西羌传》 记载: “及武帝征发四夷, 开地广境, 北却匈

奴, 西逐诸羌, 乃度河、 湟, 筑令居塞; 初开河西, 列置四郡, 通道玉门, 隔绝羌胡,
使南北不得交关。 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 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 与

匈奴通, 合兵十余万, 共攻令居、 安故, 遂围枹罕。 汉遣将军李息、 郎中令徐自为将兵

十万人击平之。”⑤ 此次西羌反叛爆发于元鼎五年⑥, 叛羌攻击令居说明令居塞此前已经

修筑。 《水经·河水注》 称令居县 “汉武帝元鼎二年置”⑦。 则令居塞修建时间也不应

晚于元鼎二年 (前 115)⑧。 由此观之, 元鼎六年西汉发数万人 “筑令居” 并非令居始

筑时间, 而是在进一步完善令居的防御体系, 很可能即与 “始筑令居以西” 军事工程

相关联。 另外, 令居屯田活动自元狩四年开始, 则令居塞在元狩四年或已初步修筑, 用

以安顿屯田戍卒, 至元鼎二年具备置县条件后得以置县。 又至元鼎六年, 令居塞再次得

到强化。 西汉政府不断修筑巩固令居塞的同时, 还陆续设置河西四郡, 并在秦长城的基

础上向西于河西北部修筑障塞亭燧绵延数千里。 这表明地处河西东端的令居塞难以完成

隔绝胡、 羌的战略使命, 然其在河西 “地空” 与置郡之间这一时期, 作为西汉西境塞

城发挥了过渡作用。 西汉可以令居为支点进一步向西修建亭障, 这为河西四郡的设置奠

定了基础。 随着令居塞以西亭障修筑至酒泉及酒泉郡设置完成⑨, 西汉西北边疆便以酒

泉郡及其北部长城亭障为塞。 并且河西长城沿线诸郡重要节点又设置了一系列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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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说、 元鼎六年 (前 111) 说、 太初元年 (前 104) 说、 不确定说等六种说法。 对前人诸说梳理研究,
可参 [日] 池田雄一著, 郑威译 《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第

311-314 页。 令居设置早于酒泉置郡, 或与之同时的前提是否定元狩二年说。 我们认为酒泉置郡当至少在

元鼎二年张骞招乌孙归故地失败, 归国之后。



武威郡有武威塞。 武威县北为休屠泽, 武威塞应当就设置于休屠泽一带。 《史记·
匈奴列传》 记载: “其明年春, 汉使浞野侯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 期至

浚稽山而还。”① 《史记索隐》 引应劭云浚稽山: “在武威县北。”② 《汉书·武帝纪》 颜

师古注引应劭曰: “浚稽山在武威塞北。”③ 同样引应劭语标注浚稽山的相对位置, 一称

武威县, 一称武威塞, 可见二者概念趋同, 位置基本一致。 又, 《汉书·赵充国传》 记

载: “又武威县、 张掖日勒皆当北塞, 有通谷水草。”④ 北塞即指河西长城, 表明武威郡

武威县北有长城亭障穿境而过。 《汉书·地理志下》 记载武威郡武威县: “休屠泽在东

北, 古文以为猪野泽。” 休屠县: “都尉治熊水障。 北部都尉治休屠城。”⑤ 由此观之,
武威县北有休屠泽, 则武威塞很可能即依托休屠泽地利而修筑。 另外, 休屠县筑有熊水

障, 北部都尉又治于休屠城, 可见休屠县也是武威郡重要的军事基地。 《史记·大宛列

传》 记载太初三年 (前 102): “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 张掖北, 置居延、 休屠以卫

酒泉。”⑥ 其中居延是指居延塞, 而此处 “休屠” 或指休屠县熊水障, 或指休屠县休屠

城, 抑或指修筑于休屠泽一带的武威塞。
张掖郡有居延塞。 《汉书·武帝纪》 记载太初三年西汉遣 “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

延”⑦。 《史记·匈奴列传》 亦载此年: “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⑧ 《史记正义》
引 《括地志》 记载: “汉居延县故城在甘州张掖县东北一千五百三十里, 有汉遮虏鄣⑨,
强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筑。 李陵败, 与士众期至遮虏鄣, 即此也。”�I0 《汉书·地理志下》
张掖郡居延县: “居延泽在东北, 古文以为流沙。 都尉治。” 颜师古注曰: “阚骃云武帝

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I1 《后汉纪·孝明皇帝纪下》 记载: “秉出张掖

居延塞。”�I2 《后汉书·和帝纪》 记载永元三年 (91): “大将军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出居

延塞。” 李贤等注云: “居延, 县, 属张掖郡, 居延泽在东北。 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

筑遮虏障于居延城。”�I3 综合以上记载看, 居延塞称谓似出现于东汉时期, 即指遮虏障,
筑于居延泽一带。 鉴于匈奴入侵酒泉、 张掖的主要通道是经过居延泽, 故西汉于此修筑

遮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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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司马迁撰 《史记》 卷 110 《匈奴列传》, 第 3521 页。
[汉] 司马迁撰 《史记》 卷 110 《匈奴列传》, 第 3522 页。
[汉] 班固撰 《汉书》 卷 6 《武帝纪》, 第 201 页。
[汉] 班固撰 《汉书》 卷 69 《赵充国传》, 第 2978 页。
[汉] 班固撰 《汉书》 卷 28 下 《地理志下》, 第 1612 页。
[汉] 司马迁撰 《史记》 卷 123 《大宛列传》, 第 3854 页。
[汉] 班固撰 《汉书》 卷 6 《武帝纪》, 第 201 页。
[汉] 司马迁撰 《史记》 卷 110 《匈奴列传》, 第 3522 页。
“鄣” 通 “障”, 正文统一作 “障”。
[汉] 司马迁撰 《史记》 卷 110 《匈奴列传》, 第 3523 页。
[汉] 班固撰 《汉书》 卷 28 下 《地理志下》, 第 1613 页。
[晋] 袁宏撰, 张烈点校 《两汉纪》 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年, 第 191 页。
[南朝宋] 范晔撰 《后汉书》 卷 4 《和帝纪》, 第 171-172 页。



《汉书·地理志下》 记载酒泉郡塞城包括会水县偃泉障、 东部障与干齐县西部障①。
此外酒泉西部曾置玉门关, 后西移敦煌。 《史记·大宛列传》 记载:

　 　 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 至匈河水, 欲以击胡, 胡皆

去。 其明年, 击姑师, 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 虏楼兰王, 遂破姑师。 因举兵威以

困乌孙、 大宛之属。 还, 封破奴为浞野侯。 王恢数使, 为楼兰所苦, 言天子, 天子

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 封恢为浩侯。 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②

据 《汉书·地理志下》, 敦煌郡龙勒县有玉门关, 酒泉郡有玉门县。③ 即便此处指玉门

关, 其位置也未必在敦煌郡。 史载酒泉列亭障至玉门, 而不是敦煌列亭障至玉门, 似表

明此次修筑亭障是在酒泉郡境内, 而不在敦煌郡境内。 且学界早已提出西汉玉门关最早

设置于酒泉西部之说④, 应是。 此次修建亭障偏重军事用途, 则玉门应指玉门关。 修筑

酒泉至玉门关长城亭障的时间是在赵破奴虏楼兰王攻破姑师之后, 此前赵破奴出击匈奴

时率 “属国及郡兵数万”⑤, 至元封二年 (前 109) 击楼兰、 姑师时, 亦 “将属国骑及

郡兵数万”⑥。 则西汉政府很可能就是利用这支军队修筑酒泉至玉门关间的长城。 赵破

奴出击姑师、 虏楼兰王事应在元封二年, 封浞野侯在元封三年 (前 108)⑦, 因此列亭

障至玉门的时间大致就在元封三年, 酒泉西部玉门关亦应设置于此年。 概言之, 酒泉置

郡时, 河西长城自令居延伸至酒泉郡城以北附近, 至元封三年又继续向西修筑至玉

门关。
综上, 秦汉王朝的西北边塞逐步向西推进, 其中秦之边塞以秦昭襄王所筑长城和秦

始皇所筑河塞为重要节点。 西汉初年西北复以秦昭襄王长城为边塞, 汉武帝反击匈奴,
至迟到元狩二年恢复秦朝黄河边塞, 元狩四年以后又逐步向西修筑长城。 河西长城东连

秦之河塞, 经令居向西逐步延伸至酒泉, 乃至敦煌、 西域。 河西长城沿边还设置一批重

要塞城, 作为西汉防御匈奴入侵河西及经营匈奴的军事据点。 这些塞城在抵御匈奴骚扰

河西地区的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还有部分塞城充当西汉对外交往的关隘。 而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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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班固撰 《汉书》 卷 28 下 《地理志下》, 第 1614 页。
[汉] 司马迁撰 《史记》 卷 123 《大宛列传》, 第 3849-3850 页。
[汉] 班固撰 《汉书》 卷 28 下 《地理志下》, 第 1614 页。
相关研究可参王蕾 《汉唐时期的玉门关与东迁》, 《西域研究》 2020 年第 2 期, 第 96-108 页; 张俊民 《玉
门关早年移徙新证———从小方盘汉简 T14N3 的释读说起》, 《石河子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21
年第 1 期, 第 92-97 页等。 今从此说。
[汉] 司马迁撰 《史记》 卷 123 《大宛列传》, 第 3849 页。
[汉] 班固撰 《汉书》 卷 96 上 《西域传上》, 第 3876 页。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记载赵破奴: “后一岁, 为匈河将军, 攻胡至匈奴水, 无功。 后二岁, 击虏楼

兰王, 复封为浞野侯。” 汉武帝命赵破奴为匈河将军征匈奴事在元鼎六年 (前 111), “后二岁”, 也即元封

二年 (前 109)。 《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记载赵破奴: “以匈河将军元封三年击楼兰功, 复侯。” 《史

记集解》 徐广在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后二岁” 下注曰: “元封二年。” 《史记·大宛列传》 “还,
封破奴为浞野侯” 下注曰 “元封三年。” 《资治通鉴》 亦将该事系于元封三年。 这样赵破奴击楼兰还可能

发生在元封三年, 我们认为元封三年或是赵破奴班师、 封浞野侯之年份, 元封二年 (前 109) 才是其出击

楼兰、 姑师的年份。



煌郡设置之初, 还不是西汉政府经营西北国的重点。 直到元封三年, 河西长城才修筑至

酒泉西部玉门关, 尚未延伸至敦煌郡境内。

二、 西汉敦煌郡长城的修筑时间

西汉敦煌郡设置玉门、 阳关、 中部、 宜禾等四都尉, 其下又辖大煎都、 玉门、 平

望、 破胡、 吞胡、 万岁等候官管辖长城诸障燧, 前人学者对这些问题乃至现存敦煌汉长

城的具体走向及众多烽燧具体位置都有较为细致的研究①。 但对西汉敦煌郡长城的修筑

年份还存在争议。 白音查干认为敦煌长城是元鼎六年 (前 111) 敦煌郡设置时修筑②,
吴礽骧认为元封四年 (前 107) 王恢封浩侯, 同年 “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 即修筑了

自酒泉郡至敦煌郡西部玉门关的长城③。 但是经上文考证得知, 该 “玉门” 是指酒泉郡

西部玉门关, 则上述二说应误。
西汉敦煌郡长城的修筑至少在元封三年 “酒泉列亭鄣至玉门” 之后, 在此之前敦

煌郡以 “土河” 抵御匈奴。 敦煌文献 S. 788 《沙州图经》 记载: “土河, 周围州境, 汉

武帝元鼎六年修, 以为匈奴禁限。”④ P. 2005 《沙州都督府图经》 记载:
　 　 一所土河

右周回州境, 东至碛口亭, 去州五百一十里一百步, 西至白山烽, 去州卅里,
南至沙山七里, 北去 (至) 神威烽, 去州卅七里。 汉武帝元鼎六年立, 以为匈奴

禁限。⑤

《通典·兵五·守拒法附》 记载: “土河: 于山口贼路, 横断道, 凿阔二丈, 深二尺,
以细沙散土填平, 每日检行, 扫令净平, 人马入境, 即知足迹多少。”⑥ 可见土河应属

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侦察设施, 它围绕敦煌周边修筑。 《汉书·晁错传》 记载: “要害之

处, 通川之道, 调立城邑, 毋下千家, 为中周虎落。” 颜师古注云: “郑氏曰: ‘虎落

者, 外蕃也, 若今时竹虎也。’ 苏林曰: ‘作虎落于塞要下, 以沙布其表, 旦视其迹,
以知匈奴来入, 一名天田。’ 师古曰: ‘ 苏说非也。 虎落者, 以竹篾相连遮落之

也。’ ”⑦ 居延新简对天田亦有大量记载, 如 EPT4: 62 记载: “……隊灬南界北尽第卅四

7西汉敦煌郡长城的修筑———兼论酒泉都尉、 酒泉候官的设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吴礽骧 《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 第 47-83 页。
白音查干 《长城与汉匈关系》, 第 63-67 页。
吴礽骧 《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 第 17 页。
图版参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等编 《英藏敦煌文献 (汉文佛教以外部份) 》 第 2 卷, 成都: 四川人民

出版社, 1990 年, 第 165 页; 录文参郑炳林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1989
年, 第 56 页。
图版参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1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第 56 页;
录文参郑炳林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 第 14 页。
[唐] 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 卷 152 《兵典五·守拒法附》,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年, 第 3889 页。
[汉] 班固撰 《汉书》 卷 49 《晁错传》, 第 2286-2287 页。



隧北界毋人马兰越塞天田出入迹。”① EPT68: 65 记载: “兰越塞天田出入。”② 表明西

汉西北边塞设置天田作为军事侦察设施, 其功用与唐代土河类似, 故吴超认为唐土河是

对汉天田的继承和延续。③ 由此推测汉武帝在敦煌设置的防御侦察设施应为天田, 而唐

代敦煌人或将汉时遗留的天田设施用当时流行的 “土河” 称谓称之。 至于苏林应是将

虎落与天田混淆, 而颜师古与郑氏观点接近, 认为虎落是一种竹篾所制之藩篱, 初师宾

曾对虎落进行详考④, 今未见西汉敦煌郡设有虎落, 故不赘言。 如此, 元鼎六年西汉置

敦煌郡的同时还修筑天田作为防御匈奴的禁限。 天田东起碛口亭, 北至神威烽, 西至白

山烽 (李正宇认为此烽燧即今敦煌市西南三十里之沙枣墩⑤), 南至鸣沙山。 在长城延

伸至敦煌郡前, 天田作为军事防御侦察设施承担着防御匈奴进犯的重要使命。 即便到后

来长城修筑之后, 敦煌郡天田也应继续发挥着侦察防御职能。
太初四年春 (前 101) 李广利征大宛取胜后, “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 往往起

亭”⑥。 西汉继续向西修筑烽燧, 显然意在建立敦煌西至罗布泊间的预警体系。 西汉修

建敦煌以西的军事设施也表明此时敦煌郡长城应已基本修筑完成。 联系到元封三年时河

西长城修筑至酒泉西境玉门关。 则敦煌郡长城修筑时间应在元封三年至太初四年间。
P. 2005 《沙州都督府图经》 对敦煌郡长城的修筑情况也有记载:

　 　 古长城, 高八尺, 基阔一丈, 上阔四尺。
右在州北六十三里。 东至阶亭烽一百八十里, 入瓜州常乐县界; 西至曲泽烽二

百一十二里, 正西入碛, 接石城界。 按 《匈奴传》 汉武帝西通月氏、 大夏, 又以

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 于乌孙北为塞, 以益广因 (田)。 汉元帝竟宁元年,
侯应对词曰: “孝武出军征伐, 建塞起亭, 遂筑外城, 设屯戍, 以守之。” 即此长

城也。⑦

这则材料表明敦煌郡长城修筑于汉武帝时期, 且修筑长城与汉公主妻乌孙王大致同时进

行, 皆为防御匈奴进犯。 如此记载为真, 则西汉初次嫁公主给乌孙王也即细君公主出嫁

的时间就等同于敦煌郡的长城的修筑的时间。 《汉书·西域传下》 记载: “汉元封中,
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 以妻焉。”⑧ 《资治通鉴》 将此事系于元封六年 (前 105)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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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参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1 册, 第 56 页; 录文参郑炳林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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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班固撰 《汉书》 卷 96 下 《西域传下》, 第 3903 页。
[宋] 司马光编著, [元] 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 卷 21 “武帝元封六年”,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年,
第 714-715 页。



那么敦煌郡长城修筑亦约在此年, 此年正属元封三年至太初四年间这一范畴。 又据文书

内容看, 敦煌郡长城东起唐瓜州常乐县, 到沙州的阶亭烽, 大致沿疏勒河到敦煌北六十

三里处往西到曲泽烽, 足见其工程量之庞大, 也表明其修筑过程应当较长。 元封三年河

西长城延伸至酒泉西界玉门关后, 应会紧接着筹备修筑敦煌郡长城。 到元封六年细君公

主出嫁时这一工程或在继续, 或已完成。 正因这一时期敦煌郡长城已在修建中或修建完

成, 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得以缓解, 西汉才敢经敦煌嫁公主于乌孙。
另外, 太初年间 (前 104-前 101) 李广利征大宛事件对敦煌郡长城修筑情况也有

所反映。 太初元年 (前 104), 汉武帝 “以广利为贰师将军”① 征大宛兵败后:
　 　 引而还。 往来二岁, 至敦煌, 士不过什一二。 ……天子闻之, 大怒, 使使遮玉

门关, 曰: “军有敢入, 斩之。” 贰师恐, 因留屯敦煌。②

结合李广利行军 “往来二岁” 及其留屯敦煌后 “其夏, 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③

来看, 李广利败归敦煌是在太初二年 (前 103)。 汉武帝 “使使遮玉门关” 意在将李广

利败军阻挡于塞外, 以示惩戒。 李广利屯田敦煌却在玉门关外, 表明此时酒泉郡玉门关

正是塞内、 塞外分界所在, 而敦煌虽已置郡, 但因边塞尚未修筑完成, 故只可算作塞外

孤城。 这种塞外筑城情况非敦煌独有, 《汉书·武帝纪》 记载太初三年 (前 102): “遣
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 西北至卢朐, 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④ 则五原塞外

之列城与酒泉塞外之敦煌城可相比况。 并且李广利屯于塞外敦煌之事还反映出太初二年

敦煌郡长城尚未修建完成, 否则若李广利仍屯于长城之内汉武帝的惩戒便失去意义。
《汉书·李广传》 记载李陵:
　 　 将勇敢五千人, 教射酒泉、 张掖以备胡。 数年, 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 使陵将

五校兵随后。 行至塞, 会贰师还。 上赐陵书, 陵留吏士, 与轻骑五百出敦煌, 至盐

水, 迎贰师还, 复留屯张掖。⑤

酒泉向西即为敦煌, 而史称李陵 “行至塞”。 其后 “出敦煌” 也印证了此 “塞” 是在

敦煌郡, 当即指敦煌郡长城。 如此, 李广利二征大宛班师的太初四年, 敦煌西部就已修

筑长城作为边塞, 玉门关也当在此时西迁至敦煌西部⑥。 此年之后, 西汉自敦煌郡西境

修筑烽燧延伸至罗布泊, 这一工程既能保障敦煌、 楼兰间的交通安全, 也可在一定程度

上防御北部匈奴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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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敦煌郡酒泉都尉与酒泉候官相关问题考察

西汉政府在修筑敦煌至罗布泊亭燧工程同时, 还在敦煌郡设置酒泉都尉。 《史记·
大宛列传》 记载太初四年李广利征大宛取胜后:

　 　 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 ……而敦煌置酒泉都尉; 西至盐水, 往往有

亭。 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 因置使者护田积粟, 以给使外国者。①

《史记集解》 引徐广曰: “一云 ‘置都尉’。 又云敦煌有渊泉县, 或者 ‘酒’ 字当为

‘渊’ 字。”② 《汉书·地理志下》 渊泉县并无都尉设置, 且西汉渊泉县地处敦煌郡东

部, 而这则史料所载 “宛西诸外国” “西至盐水” “仑头” 等反映的都是伐宛胜利后敦

煌西部乃至西域的情况, 故此处不为 “渊泉都尉”。 夏鼐认为应采梁玉绳 《史记质疑》
所考 “置字在都尉上” 之说, 即敦煌、 酒泉两郡置都尉③。 但 《汉书·武帝纪》 记载

太初三年 (前 102): “又入张掖、 酒泉, 杀都尉。”④ 表明太初四年之前酒泉早已设置

郡都尉。 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结合夏鼐分析指出此处 “酒泉都尉” 不能理解为 “酒

泉郡都尉”, 理由有三: 一是, 因敦煌是分酒泉设置, 故至少应该说 “酒泉置敦煌都

尉”, 不应反说; 二是, 酒泉郡都尉早已设置, 时间不对; 三是, 酒泉郡都尉应在酒泉

郡治, 不能在敦煌; 又进一步提出此句意为 “敦煌郡酒泉都尉”, 并且由于敦煌郡所设

四都尉已有明确的控制范围, 因此认为酒泉都尉的职责在于管理敦煌至罗布泊一线的亭

燧, 在此基础上又将酒泉都尉治所定为罗布泊北岸的土垠遗址⑤。 该说认为 “酒泉都

尉” 是指敦煌郡下辖部都尉, 应是。 但其对酒泉都尉所辖区域及治所位置的观点未必

确凿。 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将酒泉都尉范围确定在敦煌至罗布泊一线, 是基于马雍提

出的西汉敦煌郡西境应当达到罗布泊东岸之说⑥。 然 《汉书·西域传上》 记载西域:
“东则接汉, 阸以玉门、 阳关。”⑦ 即将玉门关、 阳关以西划归西域范围。 当然这一记载

不甚精确, 因为西汉于玉门关以西尚有长城烽燧, 并设置大煎都候官, 马圈湾汉简 108
记载: “大煎都候障近于西域。”⑧ 表明大煎都候官是敦煌郡辖下最西之候官, 此地以西

方为西域, 故言其 “近于西域”。 大煎都候官既为敦煌郡西界, 则酒泉都尉位置自敦煌

郡以外寻找显然并不恰当。 退一步讲即便西汉敦煌郡能管辖到罗布泊一带, 这一地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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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也不是酒泉都尉, 而是伊循都尉。 《汉书·西域传上》 记载昭帝元凤四年 (前 77)
傅介子刺杀楼兰王, 更立王弟尉屠耆为新王:

　 　 王自请天子曰: “身在汉久, 今归, 单弱, 而前王有子在, 恐为所杀。 国中有

伊循城, 其地肥美, 愿汉遣将屯田积谷, 令臣得依其威重。” 于是汉遣司马一人、
吏士四十人, 田伊循以填抚之。 其后更置都尉, 伊循官置始此矣。①

悬泉汉简ⅠT0111②: 73 记载: “敦煌伊循都尉大仓谓过所县……□传舍, 从者如律

令。”② 此简印证了西汉确于楼兰伊循城设置伊循都尉, 土垠遗址应就近归其管辖, 而

非归酒泉都尉管辖。 若楼兰一带早在武帝太初四年就已设置酒泉都尉, 则尉屠耆便可直

接依仗酒泉都尉威势而再无必要请西汉政府遣将屯田于伊循, 因此达吾力江·叶尔哈力

克认为土垠遗址设置酒泉都尉的说法实误, 酒泉都尉的驻地还应在敦煌郡境内寻觅。
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基于敦煌郡设置四都尉且有着明确的控制范围这一固有认

识, 故而才向敦煌郡以西的西域寻找酒泉都尉驻地。 但实际上这四都尉并非是敦煌郡设

立之初就同时设置, 而是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展历程才最终形成这一格局。 《汉书·地

理志下》 颜师古注 “效谷县” 曰: “本鱼泽障也。 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

泽尉, 教力田, 以勤效得谷, 因立为县名。”③ P. 2005 《沙州都督府图经》 记载: “古

效谷城。 右在州东北卅里, 是汉时效谷县, 本是渔泽鄣, 桑钦说: 汉武孝 (孝武) 帝

元封六年, 济南崔意不 (不意) 为渔泽都尉, 叫人力田, 以勤效得谷, 因立为县名

焉。”④ 可见西汉敦煌郡于元封六年 (前 105) 前后还曾设置鱼泽都尉, 后随效谷县设

置而废去, 故不在四都尉之列。 只此一例便可看出, 敦煌郡四都尉及其辖区并非牢不可

破的铁板一块, 汉武帝时期属于四都尉格局尚未成型之际, 于此时的敦煌郡寻找酒泉都

尉驻地未尝不可。
《汉书·律历志上》 记载武帝太初元年 (前 104): “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

酒泉候宜君、 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⑤ 《汉书·赵充国传》 记载宣帝神爵元年 (前

61): “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 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 长水校尉富昌、 酒

泉候奉世将婼、 月氏兵四千人, 亡虑万二千人。”⑥ 西北边塞的 “候” 是指候官之长

官。⑦ 则酒泉候宜君、 奉世应为酒泉候官长官。 酒泉候最迟在太初元年已经出现, 表明

酒泉候官的设置早于酒泉都尉。 又, “婼、 月氏兵” 中的 “婼” 应指婼羌, “月氏”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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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小月氏。 婼羌广泛分布在西域南道诸国以南, 《汉书·西域传上》 记载: “出阳关,
自近者始, 曰婼羌。 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 ……辟在西南, 不当孔道。”① 《汉书·西域

传下》 记载: “又去胡来王唐兜, 国比大种赤水羌, 数相寇, 不胜, 告急都护。 都护但

钦不以时救助, 唐兜困急, 怨钦, 东守玉门关。 玉门关不内, 即将妻子人民千余人亡降

匈奴。”② 可证婼羌毗邻敦煌郡西境, 酒泉候能率婼羌兵出征, 似表明酒泉候官设置于

敦煌郡西部边陲。 如此, 敦煌郡酒泉都尉很可能在酒泉候官的基础上扩充设置。 酒泉候

官设置较早又行用酒泉之名而不用敦煌之名, 表明其设置时间可能在敦煌郡设置之前。
推测此前酒泉候官所在应是酒泉郡设置于敦煌地区的亭燧一类, 其后敦煌郡设置后仍沿

用旧名③, 并随着长城亭燧的修筑完善发展为酒泉候官、 酒泉都尉。 候官治所称 “候

城”, 亦称 “鄣” 或 “障”④, 则酒泉候官很可能以酒泉障为治所。 又据 《汉书·地理

志下》 敦煌郡龙勒县 “有阳关、 玉门关, 皆都尉治。”⑤ 则酒泉候官还可能设关为治,
而酒泉都尉治所有可能即为酒泉障或酒泉关。 《史记·大宛列传》 在记载伐宛胜利后敦

煌西部乃至西域的情况时专门提到敦煌郡置酒泉都尉, 也说明酒泉都尉应设置于敦煌郡

西部, 且敦煌郡设置酒泉都尉很可能与下句 “西至盐水, 往往有亭” 有所关联, 即自

酒泉都尉驻地至罗布泊之间修筑亭燧。 如是则新置的酒泉都尉应位于敦煌郡长城西端,
其职责诚如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所言应在于管理敦煌至罗布泊一线的亭燧。 关于这一

推测还有其他史料佐证。
《汉书·武帝纪》 记载天汉二年 (前 99): “夏五月, 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 与

右贤王战于天山, 斩首虏万余级。”⑥ 颜师古注引晋灼曰: “ (天山) 在西域, 近蒲类

国, 去长安八千余里。”⑦ 李广利出兵攻打东天山蒲类国附近的匈奴右贤王, 行军路线

最短最方便的是走唐伊吾道, 而不是从远在东边的酒泉郡经戈壁荒漠穿越马鬃山到达东

天山。 如此, 李广利或经敦煌郡酒泉都尉管辖的塞城出塞, 而非经酒泉郡出塞。 汉武帝

多次派遣军队出酒泉击匈奴, 《汉书·匈奴传》 记载征和三年 (前 90):
　 　 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余里。 ……重合侯军至天山, 匈奴使大将偃渠与

左右呼知王将二万余骑要汉兵, 见汉兵强, 引去。⑧

《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 “伊州” 条记载: “东南取莫贺延碛路至瓜州九百里。 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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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汉] 班固撰 《汉书》 卷 96 上 《西域传上》, 第 3875 页。
[汉] 班固撰 《汉书》 卷 96 下 《西域传下》, 第 3925 页。
《汉书·地理志下》 武威郡下辖张掖县, 可与敦煌郡下辖酒泉都尉相比况, 也表明这种情况在河西不足为

怪, 二者所反映的都是新郡设置后与故郡相关地名仍在当地的延续使用的一种现象。
张文瀚 《出土文献视野下的汉代候官探究》,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8 年第 1 期, 第

99-105 页。
[汉] 班固撰 《汉书》 卷 28 下 《地理志下》, 第 1614 页。
[汉] 班固撰 《汉书》 卷 6 《武帝纪》, 第 203 页。
[汉] 班固撰 《汉书》 卷 6 《武帝纪》, 第 203 页。
[汉] 班固撰 《汉书》 卷 94 上 《匈奴传上》, 第 3778-3779 页。 莽通原名马通, 因谋反, 后人易姓为莽。



微东至沙州七百里。” “天山, 一名白山, 一名折罗漫山, 在州北一百二十里。”① 以距

离推算, 唐沙州 (敦煌) 至伊州以北的天山合计 820 唐里。 唐里 (540 米) 大于汉里

(415. 8 米)②, 则此处里程又可折算为约 1065 汉里。 这与出酒泉千余里抵达天山的记载

基本吻合, 可印证马通率军 “出酒泉” 应是自敦煌郡酒泉都尉辖地出塞。 又, 《汉书·
匈奴传》 记载本始二年 (前 72) 汉宣帝派遣 “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 三万余骑,
出酒泉。 ……蒲类将军兵当与乌孙合击匈奴蒲类泽。 乌孙先期至而去, 汉兵不与相及。
蒲类将军出塞千八百余里, 西去候山, 斩首捕虏, 得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三百余级”③。
赵充国征伐匈奴至蒲类泽、 候山。 蒲类泽 (即蒲类海, 今巴里坤湖) 位于天山 “山北

二十里”④, 候山具体位置不详, 然其应距离西汉与乌孙的预设战场蒲类泽不远, 否则

若相去甚远难以达到东西合击匈奴的目的。 马通出酒泉千余里至天山, 而赵充国出酒泉

至天山北二十里的蒲类泽一带却需要 “千八百里”, 距离差异如此大的原因应在于马通

所出酒泉和赵充国所出酒泉属于两个地域概念。 马通所出酒泉当是敦煌郡酒泉都尉所在

边塞, 而赵充国所出酒泉当指酒泉郡边塞, 故在里程上才会出现 800 里的差距。
关于酒泉都尉驻地, 前文已大致推定于敦煌郡西部。 联系到汉武帝后元年间 (前

88-前 87) 西汉政府才将玉门关由敦煌郡西南移至西北小方盘城一带⑤, 所以我们推测

酒泉都尉及下辖酒泉候官所在边塞有可能是敦煌郡西北玉门关的前身, 也有可能是与之

邻近的大煎都候官前身。 敦煌小方盘城汉简 T14N3 (敦 2438) 记载:

　 　 长。 酒泉玉门都尉护众、 候畸兼行丞事, 谓天 , 以次为驾, 当舍传舍, 诣

行在所。 ……厩以传信, 从事如律令。⑥

敦煌汉简 1922A 号简文记载: “大始三年闰月辛酉朔乙卯, 玉门都尉护众, 谓千人尚、
尉丞无署, 就。”⑦ 此处玉门都尉即指玉门关都尉⑧。 护众任玉门都尉的时间在武帝太始

三年 (前 94) 前后, 而其在任期间玉门都尉仍归酒泉郡管辖, 其后玉门都尉接受敦煌

郡管理而不再加 “酒泉” 之名, 则太始三年 (前 94) 前后正是玉门都尉及玉门关西移

至敦煌西部的时间。 而酒泉候官最迟在太初元年 (前 104) 已设置于敦煌郡西部, 不久

酒泉都尉也得以设置。 这就意味着在玉门都尉西移敦煌郡之前, 酒泉都尉应当承担着保

障敦煌郡西部边塞安全沟通西域的职责, 后到玉门关及玉门都尉设置于敦煌西北, 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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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李吉甫撰, 贺次君点校 《元和郡县图志》 卷 40 《陇右道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年, 第 10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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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迎春、 郑炳林 《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及其性质———基于史籍和出土文献的考论》, 第 177- 183 页; 郑炳

林、 司豪强 《敦煌通史·两汉卷》,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23 年, 第 95-107 页。
张俊民 《玉门关早年移徙新证———从小方盘汉简 T14N3 的释读说起》, 第 94 页。 此释文为张氏融合诸家

释文所作。
敦煌汉简简文可在 《敦煌汉简》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年) 《敦煌汉简校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 等相关出版物中检索, 页码不再赘注。
参郑炳林、 司豪强 《敦煌通史·两汉卷》, 第 101 页。



职能随之移交。 那么酒泉都尉很可能就是被新置的玉门都尉兼并取代, 因此 《汉书·
地理志》 不载酒泉都尉。

酒泉都尉在武帝末年被西迁的玉门都尉取代后, 酒泉候官却仍旧保留至宣帝时期。
王国维、 吴礽骧认为玉门都尉辖玉门、 大煎都二候官①, 应是。 然这一格局的形成应在

宣帝时期。 敦煌汉简 1948 记载: “大始元年十二月辛丑朔戊午, 煎都亭 。” 何双全据

此推测武帝太始元年 (前 96) 此地仅设煎都亭而尚未设置大煎都候官。 应是。 同时何

氏还考证该候官设立时间当在宣帝本始时期②, 其依据是敦煌汉简 1808 所载: “本始六

年三月癸亥朔, 丁丑尽辛卯, 十五日, 乙酉到官。” 因此简出土于今后坑一带, 属大煎

都候官范围, 又因此处称作 “官”, 故而何氏推测此时宣帝设置大煎都候官。 本始年号

仅有四年, 此处本始六年实际上是地节二年 (前 68)。 何氏仅据 “到官” 认为此地已

置候官不确, 汉代官吏上任普遍称作到官, 如 《汉书·王尊传》 记载: “以高弟擢为安

定太守, 到官。”③ 居延汉简 479. 11 记载: “十一月八日, 第亖隧长嘉迹到官, 毋人

马。”④ 皆属此类, 由此得知该简 “官” 并非专指 “候官”。 事实上大煎都候之名最早

见于宣帝五凤时期。 敦煌汉简 1598 记载: “神爵五年十二月壬申, 大煎都。” 敦煌汉简

1729A 记载: “五凤元年□月戊寅, 大煎都候齐谓部士吏□□□史亭燧□□, 遣令□□
行塞……” 神爵年号仅有四年, 五年即五凤元年 (前 57)。 此二简是目前出土有明确纪

年汉简中关于大煎都候的最早记载, 表明大煎都候官的设置最早可追溯至宣帝五凤

元年。
《汉书·赵充国传》 所见神爵元年 (前 61) 酒泉候奉世是关于酒泉候官的最晚记

载, 此后酒泉候再未见载于史; 大煎都候官的设置时间目前仅能追溯至五凤元年 (前

57); 武帝太始三年 (前 94) 前后存在玉门候畸说明玉门候官彼时已经设置, 玉门候官

应当亦在武帝末年随着玉门关、 玉门都尉的西移而移动至小方盘城一带, 其依据是早期

酒泉郡玉门候畸的资料在小方盘城出土, 表明玉门候官资料也随着候官搬迁至小方盘

城⑤。 可见酒泉候官与玉门候官曾并存于世, 由此可排除酒泉候官是玉门候官前身的可

能。 与此相对的是酒泉候官与大煎都候官的存在时间一前一后, 并不重合。 而前文已推

定出酒泉候官也应地处敦煌郡长城西端, 很可能与大煎都候官地域范围重叠。 由此推测

酒泉候官应是大煎都候官的前身, 酒泉候官为大煎都候官取代的时间范围是在神爵元年

(前 61) 至五凤元年 (前 57) 之间。
酒泉候官早于大煎都候官设置于西汉敦煌郡长城西端之事, 亦可从其他史料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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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 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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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T14N3 号简外, 敦煌汉简 1921 亦载: “四月乙巳, 玉门候畸移过所, ”



印证。 西汉扬雄 《解嘲》 称: “今大汉左东海, 右渠搜, 前番禺, 后陶涂。 东南一尉,
西北一候。” 颜师古注引孟康曰: “敦煌玉门关候也。”① 孟康以为西北一候应指玉门关

候, 《汉书·律历志上》 颜师古注 “酒泉候宜君” 称: “宜君亦候之名也。 候, 官号也。
故曰东南一尉, 西北一候。”② 表明西北一候也有可能是指酒泉候。③ 扬雄是在介绍西汉

疆域边界时提到西北一候, 因此孟康为其作注时首先将位置定在了敦煌两关中位于西北

方位的玉门关。 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 但忽视了 《汉书·地理志》 所载的两关格局

出现时代较晚, 并且即便是敦煌西北设置玉门关后, 成为西汉西北极的也并非玉门候

官, 而是大煎都候官。 颜注时代较晚, 然而却注意到酒泉候或为西北一候的正解, 这应

当是颜师古基于酒泉候出现较早且酒泉都尉设置于敦煌西部这些信息得出的模糊印象。
我们认为扬雄所谓 “西北一候” 很可能是阅读西汉早期资料后化用之典, 它很可能正

如颜注所云是与酒泉候官挂钩, 意在反映武帝时期酒泉候官曾长期作为西汉最西北端候

官的历史现实。 甚至在玉门关西移之前, 酒泉候官很可能是敦煌郡西北端最早且唯一设

置的候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西汉敦煌郡西北部孤立的军事基地。 同时酒泉候官也

是武帝乃至昭帝、 宣帝早期西汉边疆西北极所在, 故称其 “西北一候” 正是点明酒泉

候官曾经充当西汉西北极的重要历史地位。 而宜君被西汉政府选中造 《太初历》 除其

可能善于 “治历” 外, 很可能也与其任官地理位置便于观测西汉西北极天文现象有关。

四、 结语

基于上述考证, 我们可以一些基本的结论或推论: 汉武帝反击匈奴、 拓地西北, 约

在元狩二年 (前 121) 恢复秦朝黄河边塞, 并于元狩四年 (前 119) 后又逐步向西修筑

长城, 是为河西长城。 河西长城东连河塞, 西抵敦煌乃至延伸到西域。 河西长城沿边还

设置一批重要塞城, 作为西汉防御匈奴入侵及经营匈奴的军事据点。 而敦煌郡长城作为

河西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修筑时间应在元封三年 (前 108) 至太初四年 ( 前

101) 间。
元封三年前的敦煌郡因为长城尚未延伸至此, 故而实际上仅可算作是西汉西北塞外

屯垦据点, 随着西汉对西域联系的加强, 敦煌地位逐渐提高, 长城修筑事宜随之提上日

程。 长城修筑完成之前, 敦煌郡主要依靠 “土河” 也即天田工事防御匈奴, 同时也有

零星屯田机构设置。 如最迟于元封六年 (前 105) 设置的鱼泽都尉, 最迟于太初元年

(前 104) 设置的酒泉候官。 还有早在敦煌置郡前的元狩三年 (前 120), 敦煌界渥洼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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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已关注到 “酒泉候” 与 “西北一候” 之间有所关联, 只是未作深究。 参氏著 《论 “西北一候”:
汉王朝西域决策的战略思考》, 《西域研究》 2021 年第 1 期, 第 67-80 页。



一带就已有以南阳新野暴利长为代表的屯田军队于此驻扎①。 这些军事屯田机构分布于

敦煌郡城的东北、 西北、 西南方位, 对于敦煌郡早期的安全防卫工作发挥着关键

作用。
太初四年征宛得胜之际, 西汉敦煌郡长城已经修筑完成, 于是又开始修筑敦煌西至

罗布泊的亭燧, 以保证敦煌至楼兰间道路的安全。 这段亭燧与敦煌郡长城西端, 应当皆

隶属于同年设置的酒泉都尉管辖。 酒泉都尉应以酒泉候官为基础进行设置, 而酒泉候官

应是敦煌郡西北部设置最早的候官, 其目前确定存在时段为太初元年 (前 104) 至神爵

元年 (前 61) 间, 后至迟到五凤元年 (前 57) 为新置的大煎都候官取代。 因酒泉候官

曾长期作为西汉边疆西北极, 故疑扬雄所谓 “西北一候” 即指此也。
西汉敦煌郡长城的修建目的应与打击匈奴、 连通西域的战略相关。 敦煌郡长城沿线

还设置有玉门关、 鱼泽障、 昆仑障等关塞。 这些关塞既便于驻守军队巡狩候望, 又能作

为军队征讨的出发地, 同时还能为经此往来的官员、 使团、 士卒、 商旅提供安全保障并

核验通关之人身份。 因此西汉敦煌郡长城关塞不仅发挥着军事防御职能, 还拥有政治外

交、 商贸往来、 文化交流等多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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